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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式现代化看科技重大风险全球治理

王大洲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摘要：人类早已处在全球化的风险社会之中。如果放任“敌人意识”主导全球事务，在大国竞争、集团对抗的

状态下，全球科技重大风险将无法得到遏制。西方式现代化路径存在根本缺陷，难以摆脱对大自然的掠夺以及

对非西方社会的歧视性对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关乎中国，而且关乎世界。基于中国“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治理科技重大风险的必由之路，而这种“和”文化和当前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相通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而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帮助治理世界性的科技重大风险，

则是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是新时代中国人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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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人类已经身处全球风险社会[1]。科学技术不

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可能会成为“第一破坏

力”。日新月异的“致毁知识”已经成为悬在人类头

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所谓科技重大风险，是

指科技发展可能对人类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潜在风

险，这些风险通常与生物技术、纳米科技、人工智能

等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密切相关。目前，

“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RI）理念已经成为世界潮

流，人们将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于研究和创新过程的早

期参与当作重中之重[3]。然而，如果不能将国家这类

全球化社会中的主导行动者纳入“负责任”轨道，

“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势必落空，而科技重大风险

的治理也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人们一再追问，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自欧洲而不

是中国，并为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深入探索[4]。但

是，少有人追问，为什么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

发端自欧洲？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培根（Francis Bacon）说，“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

量既可以是生产性力量，也可能成为破坏性力量。当

近代科学技术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俘获并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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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仅获得了自身工业发展的动力，而且也不可避

免地将其转变成服务于战争和殖民掠夺的战力。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的

原子弹，虽然在某些道德考量下似乎存在一定的正当

性，但也第一次让世人体会到了什么是全球科技重大

风险。西方众多知识分子为此而感到“惊愕”，并致

力于从学术上探索人类新的文明之路[5]。

早在 1795年，康德（Immanuel Kant）就发表了

《永久和平论》[6]，他特别强调法治精神、国际协调和

“普世价值”，试图为民族国家间的永久和平确立基本原

则。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德国相关，这不

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折射

出了西方式现代化路径的重大缺陷，这就是不容易在国

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达成“必

要”的“妥协”，更不要说全面“和解”了。在这种情

况下，大国竞争常常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①
也就不难

理解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科技重大

风险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在现代化大潮中，中国作为

后来者，经过曲曲折折的探索，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独

特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7-8]。所谓中国式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沿着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依稀可以看到基于“化敌为友”新策略来化解

全球科技重大风险的可行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能

够为全球科技重大风险的化解做出历史性贡献，是一

个必须进行深入思考和回答的紧迫课题。这是一个存

在论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将就此进行一

些初步思考。

1　“双标”的背后

近年来，国内民众对于某些西方政客在处理国际

事务中展现出的“双重标准”现象，已有了较为深刻

的认识。比如说，美国谷歌公司退出中国，有人将其

解读为受到了中国的压力；而反观美国对华为公司的

制裁行动，则被宣称为遏制中国窃取技术秘密的举

措。在新冠病毒感染率持续上升之初，中国武汉采取

“封城”措施以控制病毒扩散，却遭遇了关于不民主、

忽视人权的指责；然而，当意大利、纽约等地也采取

相似措施时，则被赞扬为对民众生命健康负责的表

现。再者，中国在新疆开展反恐行动，旨在维护社会

稳定与民众安全，却被某些西方声音批评为侵犯人

权；而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行动，就被他们标榜

为正义之举，是在消灭恐怖分子。与此相关，美国前

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曾有过一句颇受争议

的名言：“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

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

的荣耀”[9]。此言乍听之下，显得不合逻辑，令人困

惑，然而，细思之，这不过是揭示了某种社会现实，

并无更多超乎寻常之处。

我们都熟悉苏格拉底（Socrates）的“辩证法”。有

一段对话是这样的：尤苏戴莫斯（Euthydemus）问苏

格拉底，“请问什么是善行？”苏格拉底就反问他，“诸

如盗窃、欺骗，或是将他人贩卖为奴，这些举动是善行

还是恶行呢？”尤苏戴莫斯说“是恶行”；苏格拉底进一

步追问，“那么，若是对敌人施以欺骗，或将俘获的敌

人转为奴隶，这也算恶行吗？”尤苏戴莫斯想了想说，

“在这种情况下，或可视为善行，但我的这一判断是基

于对朋友而言，对敌人则另当别论”[10]。显然，此处尤

苏戴莫斯提出了一个基于不同对象（朋友与敌人）而采

用不同标准（即“双标”）的观点，认为在不同的情境

下，行为的善恶评判应有所区别，这在特定逻辑框架内

应是合理的。

事实上，当一个阵营受到他人的“双标”对待，有

很多原因，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存在着一种“敌人意

识”。如果别人已经把某人或者某个族群当成敌人，自

然就会“双标”，此时还用同一个标准，反而会显得奇

怪。既然如此，某人或者某个群体一旦成为别人的敌

人，也不必期待对方按照同一标准对待自己。那么，在

何种情况下采用同一标准才有意义呢？通常，在同一个

共同体内部，采用同一标准才有意义，这实际上就是哲

①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国际关系术语，这个概念用来描述一个新兴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是因为新兴

大国挑战现有大国的地位和权力，而现有大国则试图维持其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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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所讲的“我和你”的关系[11]。如果是两个彼此敌视

的共同体，各自将对方当成异己力量，当成纯粹的“他

者”，那么他们之间只能是“我和他”的关系。

当前，全球范围内“敌人意识”的抬头，其影响

之深，很可能重塑东西方关系的未来轨迹。过去几十

年，美国并没有明确把中国定位成对手或者敌人，甚

至一度将中国当作自己的同道，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政客公开主张将中国当作

必须战胜的对手。如此一来，一切都将随之而变，堪

称“范式转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倡导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疑将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如

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步履维艰，那么全球范围内

科技重大风险的协同治理，亦恐将难以实现。

这样一种敌人意识或者说“树敌意识”，其背后

无疑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的确，中西方社会关于人

类族群如何相处的基本观念有重要差异。西方文化体

系中，往往预设了一个“他者”即敌人的概念，这一

观念与其受宗教的长期熏陶紧密相关。在宗教的逻辑

框架内，信徒与异教徒的界限分明，传教士们致力于

引导异教徒转变信仰，从而壮大自身的“信仰社群”。

然而，当这一转化尝试遭遇阻碍，对方坚守其原有信

仰时，他们便可能被视为潜在的对手。尤其当这个对

手在经济领域展现出超越之势时，所引发的不仅是竞

争的压力，更有深层的心理不适。尽管随着时间的推

移，宗教意识在西方社会的显性影响已逐渐减弱，但

是“敌人意识”连同与之交织的利益纷争，依然以各

种形式微妙地影响着不同群体间的互动与关系格局。

事实上，“敌友之别”一向是西方政治哲学思考

的一个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政治实践中的普

遍问题。在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看来，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政治哲学的最

基本问题就是区分“朋友”和“敌人”，“朋友”是团

结的对象，而“敌人”则是打击对象[12]。今天一个

非常典型的现实例子，则来自谷歌前CEO埃里克∙施米

特（Eric Emerson Schmidt），他坚决主张要不惜一切代

价地在人工智能领域击败中国[13]。美国部分政客亦持有

相似观点，即要不计代价地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些行为

的背后，不能不说潜藏着一种针对中国的“敌人意识”。

应该指出，一些西方哲学家早就专注于思考“我

和他”的关系，试图探寻一条能够包容“他者”、并

将“我和他”的关系转化为“我和你”的关系的途

径。例如，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从形而上

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追问“理性”如何有

可能同“野蛮”相结合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进而

提出一种“他者”理论，探寻使“爱邻人”成为可能

的“人的乌托邦”[14]，诚可谓“费尽九牛二虎之

力”。相比之下，从实际行为层面观察，中国人对于

处理与外族的关系，很早就展现出了高度的包容性，

虽不能断言完全达到了平等无别的境界，但至少已接

近了一种颇为宽容和谐的状态。

诚然，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

命的首要问题。”[15]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和西方政治

哲学精神并不二致，其实不然。在他看来，“所谓政

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

的”[16]，这是为了正义事业而斗争，为了“化敌为

友”而斗争。他主张“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

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

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

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之政策。”[17]可以说，这体

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国智慧，

而不是“损人利己”的“树敌意识”。

2　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和福山

（Francis Fukuyama）都曾讨论过“历史终结”的问

题。如果说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终结是终结于他那个时

代的德国，那么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则是终结于美国

式自由民主[18]。然而，实际情况是，历史未曾终结，

也不太可能在眼见的将来终结。当今时代，要解决科

技重大风险问题，就必须思考基本的政治哲学问题。

只有超越由“敌人意识”左右的政治哲学，走向以中

国“和”文化为基础的新政治哲学，探索和建构人类

文明新形态，才有可能找到通往全球社会、解决科技

重大风险问题的门径。

这种新政治哲学，必然是一种面向全球化时代

的、有助于“化敌为友”的新政治哲学。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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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要深入思考政治经济问题，就需要在

国际间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进行。很多时候，同一事

物在一国之内视角审视与在国际竞争框架下考量，其

意义与结论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比如说，之所以不少

实行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因为这样一种架

构太容易被先发国家“操纵”，因而有可能在重要历

史关头失去国家自主性而被先发国家“收割”，从而

掉入“陷阱”。既然如此，要摆脱这种“后发陷阱”，

就得用与先发国家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而单纯强调

完全市场经济的立场，则可能适得其反。这表明，在

探讨全球政治经济议题时，首要的是具备全球视野，

深刻理解所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国家间错综复

杂的利益纠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尚未完全成型之

际，应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尚未融入一个统一的共同

体，而必须在多个相互竞争的共同体间进行策略性思

考。反之，当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则需深

入思考如何促进那些心存芥蒂的族群或共同体走向融

合共生，进而向一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全球

社会稳步迈进。

基于这种全球意识，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习近平

总书记早在 2015年就开始大力倡导“全人类共同价  

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价值基础[19]。诚然，西方

世界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在初看之下，与“全人类

共同价值”似乎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均彰显了自由民

主、人权法治及平等博爱的崇高理念，这些理念本身无

疑值得尊重。然而，在全球面临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

“全人类共同价值”并特别强调“和平、发展”的首要

地位，实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全球意识，意味着族

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首先要和平，然后才有可能

谋发展，而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才会有前提和保障。这

种价值排序显然与“普世价值”的表述有鲜明差异。

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在实际操

作上往往隐含着一种“边界”的存在，因而常常被作

为“强力意志”加以推行。对于那些不属于西方文化

圈内的族群而言，除非他们主动“归化”或被迫“接

纳”，否则难以在“和平”的框架下共享这些“普世

价值”。长久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在国内事务上高举

“民主”大旗，而在国际交往中却鲜少提及“民主化”

原则，这种“内外双重标准”的现象尤为显著。但

是，中国当前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如

此，这一概念从提出之初就明确指向了“全人类”，

并且其中的“倡导”一词，应理解为温和的建议与引

导，而非强制性的要求。之所以如此，与中国人历来

就有的“天下意识”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20]。“天

下”无所不包，中国人尊重每一个族群和生命个体，

不寻求征服，而是倡导基于自愿的和平共处；认为己

方有生存的权利，他方亦然，从而达成“共生”与

“共和”的理想状态。中国文化倡导的“和而不同”

“协和万邦”源远流长，这种“和”文化实质上包含

着包容“他者”的基本理念，可以看作“全人类共同

价值”之本[21]。只有在“和”文化的基础上，面向

未来的新政治哲学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而这样的政

治哲学可以帮助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指导原

则，进而帮助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

3　迈向科技重大风险全球治理新境界

科技重大风险的治理当然需要“负责任研究与创

新”理念。但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责任主体不应局限于

单个研究项目或创新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而应扩展至在

全球化大背景下肩负起重大治理使命的国家层面。

众所周知，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具有跨国

性，单个研究机构或个人难以承担起全面治理的责

任，因此，国家须扮演关键角色，通过制定政策、法

规和标准，来有效引导并监管研发进程，确保科技进

步的轨迹与社会整体的利益诉求相契合。特别是面对

全球性的科技重大风险，单个国家的努力远远不够，

国家之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共同制定规则和标

准，协同开展治理行动。只有当国家有意愿承担责任

并具备相应的治理能力时，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挑

战，保障科技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人类的共同福祉。

虽然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大国负有

更加重大的历史责任。如果全球化时代注定要经历一

个“丛林社会”阶段，如果缺乏有担当、有能力的大国

引领，或即便有大国愿担此重任却力有不逮，那么也就

不可能解决科技重大风险的治理问题。在此背景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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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一员，其角色尤为特殊——不

仅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更是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可或

缺的负责任的大国，在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

在全球性科技重大风险治理中，更是肩负着特殊的历史

使命。之所以如此，乃是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如何对待“他者”始终是人类面临的根本

问题，究竟是消灭“他者”还是包容“他者”，是人

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如果放任“敌人意

识”主导全球事务，不但不可能解决科技重大风险问

题，而且还会加剧这种风险。如果地球上所有国家都

在准备战争，那么全球科技重大风险的防控就是一句

空话。可以设想，如果存在两个相互视为对手的国

家，它们在人工智能武器开发上的行动逻辑几乎是显

而易见的，双方均会假设对方必然会推进此类武器研

发，而不敢相信对方任何否认研发此类武器的声明。

在这样的心理预设下，两国似乎会“理性地”选择加

速自身的人工智能武器开发进程，以求在潜在的竞争

中占据先机。然而，这样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地让双方

陷入“囚徒困境”之中。

第二，西方文化在包容“他者”方面面临着更多

困难，而中国“和”文化更有利于“化敌为友”。如

果说西方文化更偏向于崇尚“同而和”，那么中国文

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注重“不同而和”。这种“不同

而和”正是当下全球化时代各个族群所迫切需要的。

从长远看，即便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亦需秉持这种

“和而不同”的智慧，因为在当今这个数字化加速、

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来实

现一统天下的目标，已然是行不通了。

其三，基于中国“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治理科技重大风险的必由之路，而这种“和”

文化和当前我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相通

的。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的确应该将“和平发展”

放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之首加以倡导；的确应该站

在“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并在各个族群

“平起平坐”的基础上，谋求“全人类”共享的“和

平与发展”，这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迫切。

最后，中国“和”文化的扩展并得到全球认同，

应该尽量依靠“和平与发展”的方式加以实现，而这

也正是中国向来倡导的“大国风范”——“大国就要

有大国的样子”[22]。所谓“大国的样子”，本质上就

是倡导和平，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倡导一切纠纷

都要通过和平方式“政治解决”，同时谋求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既然如此，中国当然要寻求“高水平

自立自强”，只要中国的综合国力能够达到“不战而

屈人之兵”的水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有望辐射

全球并得到普遍认同。

由此观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隐忍”或“克

制”乃是理性选择。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样的策略应是必由之路。这当然并不是说，我

们只能一味妥协。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爱好

和平，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

平亡。和平不是求来的，也不是喊出来的，没有维护

和平的能力，特别是不做好足够准备，就不可能维持

和平。”[23]西方世界现代化之路伴随着一场场残酷的

战争，因而不能说是和平发展之路。应该意识到，发

动战争本身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投入巨额科技资源

研发新型武器，必然要求有相应的回报来弥补成本。

在这种逻辑驱动下，通过制造动荡来人为创造武器需

求，进而推动“军工复合体”的制度化，便成为了一

种看似合理的选择。然而，中国既不愿也不能重蹈这

一覆辙。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已经对此给出了

响亮的回答。

面对日益严峻的科技重大风险挑战乃至发生第三

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全球社会已经普遍意识到人类

生存危机的严重性，这有助于生发出强烈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各个国家之间寻求共同利益和共

同目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大国之间冲突的烈度

和破坏性。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点上，人类才有可能

迈向科技重大风险全球治理新境界。

4　超越“反思”，迈向制度化“前思”

要成功迈向科技重大风险全球治理新境界，就必须

拿出系统的行动方案。而要拿出系统的行动方案，就离

不开深入的哲学“反思”，更离不开制度化的“前思”。

黑格尔曾经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来临之

际才伸展双翼，这实际上是为哲学工作进行的定位。

可是，面对全球科技重大风险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

等“黄昏”的来临。如果等到“黄昏”，也许人类就

身陷囹圄了。因此，学者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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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进行“反思”，更要进行“前思”；不能仅仅满

足于“学者”角色，更要主动转变为“行者”。

所谓“前思”，就是前瞻性地思考人类未来。所

谓行者，就是要介入科技重大风险治理过程，切实发

挥自己的作用。任何“反思”，当然是对过往历史的

“反思”，这无疑极其重要。但是，只有当“反思”转

变为“前思”，特别是变为行动者的“前思”，才能真

正发挥“建构未来”的实质作用，特别是在科技重大

风险治理中发挥实质作用。

“反思”不容易，而“前思”则更为艰难。对于

个体而言，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其“视

界”都非常受限。我们回望过去，能有意义地回望的

时间尺度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展望未来，能有意义

地进行展望的时间尺度同样非常有限。这种有限性决

定了“反思”和“前思”的艰巨性。尽管如此，仍要

努力进行“反思”和“前思”。当下关于科技发展的

“反思”，最紧迫的就是针对全球科技重大风险进行的

“反思”。当下关于科技发展的“前思”，最紧迫的就

是针对全球科技重大风险进行的“前思”。专业人士

就此开展的“反思”和“前思”，有助于激发更多人

在行动之前更好地进行“前思”，特别是可以激发局

内人即科技创新实践者开展“前思”。这样，学者的

“反思”和“前思”就可以融入科技创新实践，并对

未来科技重大风险治理产生影响。

事实上，这里存在两个基本区分：其一，局外人

和局内人之分；其二，“反思”和“前思”之分。这

样，就可以构造出四种情况：局内人的“前思”、局

内人的“反思”、局外人的“前思”、局外人的“反

思”。这四种“思考”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就学者

来说，他们通常都是科技发展的局外人，其“反思”

和“前思”，都需要将局内人的“反思”和“前思”

当作自己“反思”和“前思”的“原料”，并从中加

工出更精致化的不一样的“反思”和“前思”。然

后，学者们的“反思”和“前思”，应通过各种途

径，对科技创新实践者的“反思”和“前思”发挥启

迪作用。不仅如此，基于当前流行的“负责任研究与

创新”框架，学者们还有可能从局外人变身为局内人

也就是“行者”，从而直接将自己的“反思”和“前

思”融入科技创新进程[2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思”绝不是理论性的构

想，而是一种实践性的预见（foresight）。所谓预见，

就是基于相关约束条件和资源条件，对人类共同的未

来进行的构想和谋划[25]。只有对未来科技创新实践

进行某种展望和规划，然后制定相关框架，才可以算

作面向未来的“前思”。当今，这种“前思”已经走

向制度化了，各种各样的智库其实都可以看作开展某

种类型“前思”的机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

在“天下意识”指导下，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

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性“前思”。这种集体

性“前思”，无疑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各个国家相

关智库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参与。

当今中国，已迈入向全世界广泛贡献公共物品的

崭新纪元。在这一系列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提供

基于中国“和”文化的全球科技风险治理“新构想”

和“新路径”，应该是最为迫切的任务。在这个过程

中，千万不要忘记，在致力于应对科技领域的重大风

险时，不少技术手段可以用来支撑我们的“反思”和

“前思”，并转化为治理工具。特别是，今天日新月异

的人工智能，不仅是需要被治理的对象，而且也是能

够同时发挥这些功能的治理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反思”“前思”，从而帮助人类更好地把控未来。

5　结论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理论上讲，如果放任“敌

人意识”主导全球事务，在大国竞争、集团对抗的状

态下，全球科技重大风险绝对没办法得到遏制。这是

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是负责任创新最重要的主

体。如果国家不负责任，负责任创新就是一句空话。

所谓负责任大国，是指那些不仅关注自身利益，而且

愿意积极承担对全球和平、繁荣和发展的责任，在国

际事务中致力于“化敌为友”的、推动公平公正的全

球治理的大国。

纵观全球，随着新兴科技的蓬勃发展，制造科技

重大风险的门槛越来越低，无论是否恐怖组织，均有

可能主动引发此类风险，这无疑加剧了全球科技安全

领域的威胁态势。科技重大风险治理必然是全球治

理，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治理。中国提出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向全球提供知识性的、制

度性的、基础设施性的乃至精神性的公共物品，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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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愿景不仅顺应时代潮流，更有望开出科技重大风

险全球治理新境界。

中国不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正因为中国经历过无数

次战争，才懂得和平之珍贵，才懂得“化敌为友”的重

要性，才有资质成就“新叙事”，参与乃至主导全球风

险治理。中国只有强大，只有成为科技强国，才能做到

这一点；而强大起来的中国有责任避开历史上强国崛起

的老路。当一个族群手握强大的技术，不是去毁灭，而

是去建设、去包容“他者”，这在人类史上极为罕见。

如此，中国将再次成为“中国”，诚可谓“天下归心”。

在这个大方向上，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资

源，让“和”文化、“天下意识”传之四海，发展一

种“国家责任伦理”，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成就“化敌

为友”的伟业。为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反

思”，更要通过制度化“前思”，共谋全球社会发展路

径特别是科技重大风险治理方案。这实际上是中国式

现代化在全球事务中的新体现，是中国谋求解决全球

重大问题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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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i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ang　Dazhou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Humans have long been residing in a globalized risk society. If left to "enmity consciousness" to dominate global 
affairs, global technological major risks cannot be contained in a stat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bloc confronta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stat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ntity responsible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f the state is irresponsible, responsible 
innovation will become an empty slogan. The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lies in its emphasis on "harmony in diversity", which 
makes it more conducive to "turning enemies into friends".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Chinese "harmony" culture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manage major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this "harmony" culture is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advocated by China toda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peaceful development"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common value system.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harmony" culture and its global 
recognition sh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peace and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the "great power conduct" that China has always 
advocated. As long as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can reach a level where it can "overcome adversaries without 
resorting to conflict", the awarenes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n be radiated globally and gain 
widespread recogniti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and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helping to manage global technological major 
risks ar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and the new mi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new era. 
Of course, to successfully advance towards a new realm of global governance for major technological risks, a systematic action 
plan must be put forth, and to put forth a systematic action plan, it is inseparable from profou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even more from institutional foresight.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ignificant risk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lobal governanc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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